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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一些基督徒企业家自发组织，以“中国基督徒企业家”的名义，向北京红十字会

献捐 100 万元，定向用于灾后的教育重建。资料图片 

  

基督徒企业，是指由基督徒老板经营和管理的公司或企业，这些基督徒老板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 30 年的一

个产物。基督徒企业的企业文化，更直接地说，基督徒 老板的基督教信仰与社会及经济活动中的信任关系

非常密切。为了进一步把握这一关系的建构，笔者主要采用宗教社会学研究方法，先后对近 50 名基督徒老

板进行了访谈，以期探究基督教伦理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建构。 

 

基督徒企业与基督教伦理的概念 

 

在当代中国城乡经济的发展中，基督徒老板作为新的基督徒代表，主要是指以个体经营或民营经济为基础

的商人、企业主、经理、董事等。这些基督徒老板，基于 他们的私人或民营经济资本，走出了计划经济的

固有框架，为了商业精神及其公司、企业的经营，他们亟须一种公司精神或者企业文化来支撑他们的独立

经营。因 此，这些身为基督教徒的老板不是局限于私人信仰，而是以自己的企业、公司及其运作关系作为

他们表达和实践其基督教信仰的组织基础。目前，在中国东南沿海地 区和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型城市

中，已出现了一批具有基督教信仰共同体特点的基督徒企业。 

 

笔者认为，基督教伦理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建 构，应当是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的主要实践模式之一。德国政治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基督教伦理”，乃建立在基督教的教派伦理基础之上，其中 也包含

有社会信任的相关问题。韦伯认为，一个有信誉的教派，就是一份信誉良好的资格证书。在当代中国，就

基督徒企业而言，一个信誉良好的公司或企业，同时 也是基督教伦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比较理想的现代经

济组织。 

 

韦伯还曾经指出，基督教作为一种“伦理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伦理的、禁欲 的各教派之伟大成就，即

在于打断氏族的纽带。这些宗教建立起优越的信仰共同体与伦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共同体，而对立于血缘共

同体，甚至，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家 庭相对立。从经济的角度上来看，这意味着将商业的基础建立在个人

（于其切实的职业工作上所证明）的伦理资质上。”同时，在关于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涉及信任问 题的讨论

时，韦伯就明确指出，中国人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任都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

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家族亲戚关系或准亲戚关系 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 

 

这说明，韦伯及其基督教伦理命题，实际上亦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作为信仰实践过程中的社会信任不仅 

仅是一种价值的取向，亦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倾向，而是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规则出现的。正如日裔美国学者

福山指出的那样，伦理习俗可使人自发地结合在一起，产生 出有着新意义的组织关系，并由此产生大量财



富。所以，基督教的宗派性宗教群体，如浸礼会教友、循道宗教徒和贵格会教徒中，可产生紧密联系的小

群体。这些小 群体的成员通过信奉某些价值观而团结在一起。这种内聚力使他们受益匪浅，因为商业交易

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信任。因此，福山再次强调了韦伯的观点，强调信任 感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而这种信任感历来就是由宗教习惯衍生出来的。 

 

遗憾的是，汉语学术界在讨论基督教伦理命题与现代中国的变 迁与发展关系的时候，对于基督教伦理命题

之中所包含的社会信任问题，可以说是严重忽略了的。对此，笔者认为，基督徒企业作为一种“职场事奉”

和“职场教会 ”，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表达和实践基督教基督教伦理的（非教派）组织基础，并在职业实

践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职场性基督教伦理”，进而呈现了一个信仰群 体的行动规范——即当代中国的基督

徒企业所能够建构起来的社会信任关系。而基督教伦理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当代中国基督徒企

业中的一定呈现，或许 会使国人及整个社会重新理解基督教伦理的相关意义。 

 

基督徒企业与基督教伦理的实践路径 

 

崛起于民营企业阵营中的基督徒企业，也可叫做信仰型企业或信仰型公司。它们的组织运作及其系统设

置，使作为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基督徒老板能够通过公司、企业的运作系统而表达他们的个人信仰，并且在

一个群体规模层次上，赋予其公司、企业的经济行动以一定程度的信仰意义。 

 

基督教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中获得了实践的空间和制度平台，说明基督徒企业与基督教伦理之间

具有一种伦理与结构两个层面上的亲和力。虽然，在当代 中国的经济社会领域，基督教伦理本身并非经济

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但它们因为是基督徒企业在其经营、发展的过程中直接表达并实践韦伯所提出的基

督教伦理, 因此,它们比那些固定的基督教教堂和聚会点，更加具有实践基督教伦理的社会能力和组织基础。

因为基督徒企业本来就是一种职业群体、一种经济组织，具有一定 的理性化程度。它甚至可以组织该企业

的社会生活，渗透至公司福利，从中孕育、建构出一种特别的意义系统，使企业中的成员产生职业群体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本来就不局限于个人信仰与工作中的关

系。更重要的是，韦伯强调的基督教伦理，同时也是一 种社会规范。韦伯强调，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及文化

的一个基本构成因素，就是以职业观念为基础的合理的生活态度。而这一生活态度，主要是出自基督教的

禁欲精 神。对此，韦伯讲得很明白，资本主义精神即是社会互动的结果，是整个群体的发明，它甚至可以

被总结为某种类型的、集体的“生活方式”。因此，基督教伦理所 包含的，本质上包括一种宗教的信仰是怎

样演变成为社会伦理规范的、如何进入现实社会生活并且规范现实社会生活的等一系列问题。 

 

在这些私 营或民营的基督徒企业中，公司老板或企业主的组织权威基本取代了固有的行政权威，并以其公

司、企业的民间组织权威取代了固有的政治权威,他们依靠社会资源 和人际关系，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从而整合了民间组织权威、私人信仰与职业共同体的力量，努力建构了公司、企业中基督教伦理的某些信

仰特征，超越了固有 的制度障碍。而他们自己因为选择和委身了基督教信仰，同时也建构了一块“信仰飞

地”。虽然他们并不具有教派模式，但却具有“职场教会”的雏形。这就在一个 制度化的社会规范、群体行动

的结构上，具体表达并以群体信仰的形式实践了韦伯所提出的基督教伦理。 

 

宗教信仰与社会信任的互生关系 

 

一般而言，一种信任方式，即是能够在一个行为规范、诚实合作的群体中产生的，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

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即使是信任还未能在该群体成 员中得到普及之前，该群体也必须整体地接受共

同的规范。这正如韦伯及其后来者认为，参加社团组织就等同于获得一个“社会印章”，使得团体惩罚或群

体信任成 为更加可能。只要他们接受了整个团体规范的约束了，那么，一种信任结构就会在其“社会印章”

的基础上得以形成。 

 

当代中国经济领域中出现 的基督徒企业所能够实践的基督教伦理，并非集中在教会或教派中。它们对于基

督教伦理的某种接纳和实践，本质上并非出自于韦伯特别强调的教派，而是超越了固 有教堂和教派组织的



强大制约，是一种“职场性基督教伦理”。尽管如此，基督徒企业中的聚会模式依然根植于传统教会。在这

些聚会模式之中，基督徒企业容许在 职场的会友与周遭的未信者，针对彼此有共同兴趣的问题，建立有意

义的连接关系。基督徒企业作为“以信仰为基础的团体”，又可称之为一种“全新模式的团契 ”。为此，企

业、公司里的信徒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常常以基督教信仰作为媒介，与不同的人建立商业合作关系，

以提升彼此的效益。 

 

这种 特殊的职场“团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督教伦理与中国基督教在基督徒企业这种具有经济组织中

的最初整合。它们作为基督徒老板在职场信奉基督教伦理的一 个结果，本质近似于核心教会之外的教派建

构。他们虽然没法去实践那种作为清教徒渴求成为职业人的伦理观念，但他们却是职业人，直接在实践着

作为清教徒的伦 理观念。他们能够努力“将工作视为属灵的事情，是一种有纪律的企图，就是希望借由我们

的努力（不管是否有酬劳）而使世界变得更好、更接近神所要的样式，以 致‘我们自己和我们的环境’能与

神的步调一致，并且使神的灵能在这个世界中动工。” 

 

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基督徒老板也随 着职场人士对于信仰的特别需求，通过相应的企业

“团契”，把职业与信仰予以一定的结合，试图把信仰共同体和信任共同体进行双重打造，通过公司、企业

的制度 安排，把个人的基督教信仰表达为一个职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念。一种具有职场特征的基督教伦

理，为基督徒企业中的人际信任和组织信任奠定了最初的社会基 础。 

 

职场事奉中的信任关系 

 

就信任类型及其社会关系而言，有普遍信任、特殊信任、人际信任、人格信任、制度信任、能力 信任、血

缘信任、情感信任等等。不同的信任，自然就内含有不同的道德关系、人际关系、利益关系、情感关系、

血缘关系、信仰关系……如果说，固有的教堂对于 基督教伦理的信仰制约，决定了它所建构的信任方式似

乎就是一种“制度信任”的话，那么，以基督徒企业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信任结构，就极有可能是一种类似

于 企业、公司那样的“团体信任”或“组织信任”，而在基督徒企业的公司职员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方式，就一

定是“人格信任”或“个人信任”了。 

  

因此，在上述这些基督徒老板经营和管理的公司、企业中，由于这些基督徒老板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

同时又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 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

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并在其职场中能够认同于基督教伦理，同时进行不同层次的信任建构

实践。因 此，一个具有社会信任度的基督徒企业，其功能和影响就近似一个有资格的教派，成为基督教伦

理最有力的实践者和象征符号，同时亦构成了基督教伦理与社会信任 之间最直接的中介。 

 

尽管基督教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表达和实践方式在不同的基督徒企业中可能会有所不同，但各个企业的努

力，说明了它们能 够脱离或改造传统教会的事奉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以基督徒企业为主体的一种职场信仰

运动。这就表明，在一定的规模层次上，基督徒企业替代了基督教组织。一个 诚信企业的名称或资格，可

能被现实的市场经济视为可资信任的象征。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学构造，把基督教伦理转换成为一种工作

方式、一种经济态度、一种信任 关系。 

最后要指出的是，社会信任作为现代社会亟须的一种“道德资源”，它是社会资本积累最关键的因素。但

是，如果信仰甚至是信任无法把 我们与自己所归属、认同的社群联系起来，并帮助我们解决集体行动中遇

到的各种问题，这就难以建立道德主义的普遍信任。单纯的个人信仰，即使是最纯粹、最虔 诚的，亦无法

建构一种信任，甚至会把一种固有的信任予以毁灭。为此，我们才如此关注正在成长中的中国基督徒企

业，因为它们已把这种对于神的“服事”予以了 一定程度的组织化、系统化和理性化。 

 

［名词解释］ 

团契（英语：fellowship 或 communion），即伙伴关系，源自圣经中的“相交”一词，意思为相互交往和建立

关系，是指上帝与人之间的相交和基督徒之间相交的亲密关系。团契现在 常用作基督教（新教）特定聚会

的名称，其旨在增进基督徒和慕道友共同追求信仰的信心和相互帮助的集体情谊。 



 

广义的团契也可指教会和其它形式的基督徒聚会。团契生活是基督徒最基本的和非常重要的教会生活，所

以团契也被称为基督徒团契。 

 

（注：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国内通常将基督教新教简称为基督教。本文所指基督教即基督教

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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